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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
———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姜 楠 曹现强*

【摘  要】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在鼓励地方探索的同时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央政府主导特征。运用内

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2008—2020年170篇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挖掘出1650
个政策分析单元、16个案例节点,并将其置于 “政策工具维度 适用领域维度”框架中进行讨论,
以揭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整体图景、核心内涵及行为路径。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制定主

体广泛但关联松散。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政策工具侧重分布于政务服务和市场环境领域。按

照政府主导、环境塑造、需求回应的程度不同,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呈现出

三种类型。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部门间沟通与协调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的种类,加大

信息技术的使用力度,提升政策工具的选择性与可组合性;推动政策工具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均衡

配置,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水平,以央地实践互动积累经验,最终实现营商环境全

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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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开放的国

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

展,因此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我国政府在

“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任务[1]。营商环境优

化不仅需要社会各方投入其中,更需要政府充分

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持续观察地方实践可以发

现,尽管当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呈现出纷繁

复杂的地方创新行动,但改革内容与关注方向却

呈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其原因需要考虑。此外,
多部门基层公务员坦言:“材料时限流程均减无

可减。”营商环境优化简单地等同于 “减材料”
“压时间”“缩环节”吗? 地方实践过程中是否忽

略了营商环境优化的其他侧面?

基于以上实践观察,我们认为有必要关注中

央层面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发展取向与工具手段

配置情况。近年来,中央层面出台了大量法规政

策对营商环境优化进行顶层设计,对 “互联网+
政务服务”、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进

行了统一部署,不仅明确了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

主要内容与政策目标,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制定营

商环境优化政策、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践提供了

指引。可以说,我国地方政府如何优化营商环境

与中央层面出台的相关政策息息相关,分析中央

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我

国营商环境优化的总体价值追求、核心内涵及其

主要表现形式。但已有研究对于我国宏观层面营

商环境优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具体特征还缺少深

入讨论,这就引发本文的研究问题:当前我国中

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图景如何? 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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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具体特征、
选择偏好与配置形式如何?

政策文本不仅是政策执行与绩效评估的重要

依据,同时也是政策执行的回溯样本和政策过程

的客观反映[2],背后所暗含的政策工具组合与选

择逻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向与

政策图景。因此本文从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出

发,利用Nvivo11软件针对中央层面170份营商

环境优化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对当前我国营商环

境优化的政策画像进行深描。回应本文的研究问

题,不仅可以验证并拓宽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在营

商环境优化实践中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同时也便

于把握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全貌,为后续优化

与完善营商环境提供可行路径,因而兼具理论与

实践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政策工具类型学划分与配置研究

政策工具也被称为政策手段,是政府基于一

定的政策环境,为解决某类具体问题,或推动某

项政策实行,或为达成某种政策目标所采取的一

系列可选方法与策略、措施的集合[3]。从较为宽

泛的意义来看,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将工

具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类[4]。从政

府职能的角度,欧文·E.休斯将政策工具划分

为政府供应、生产、补贴和管制四类[5]。按照不

同的使用目的,Rothwell和Zegveld将政策工具

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6]。按照强

制水平也即政府干预程度不同,Howlett和Re-
mash划分了自愿型工具、混合型工具和强制型

工具[7]。国内学者多借鉴上述分析框架,以政府

介入程度的不同或其针对个体和组织行为控制程

度的不同而划分政策工具类型[8],并围绕我国大

气污染防治、智慧城市建设等具体议题以政策工

具分类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9-10]。也有学者考虑

到政策工具塑造与选用过程中环境层面因素带来

的影响,强调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供给方所发

挥的作用,进而使用Rothwell和Zegveld提出的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针

对政 府 信 息 公 开[11]、环 境 治 理[12]、社 区 健

康[13]、地方政府推动大数据发展[14]等领域进行

分析。
在政策工具类型学分析与研究基础上,也有

学者关注哪些因素影响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

用,从而在复杂的公共政策决策和实施环境中更

好地实现政策目标[15]。已有研究围绕这种政策

工具的 “适配性”进行了研究,即将政策工具的

选择与影响政策工具配置效果的政策目标、国家

能力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7]、时间特征、场域

特征、工具属性与政策力度[16]等方面关联起来,
从而把握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特定条件之间的契合

程度。围绕这一观点,已有研究针对我国的反贫

困政策[17]、区域大气污染治理[9]、县域贫困治

理[18]、社区服务供给[19]等具体领域进行了政策

工具选择与配置的实证分析。
(二)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

研究

厘清营商环境内涵与评价是开展营商环境优

化研究的基础。Litvak等认为营商环境应包含政

治稳定、市场机会、经济发展、文化一元化、竞

争等方面[20]。在世界银行 “Doing
 

Business”项

目小组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中,一级评价指

标涵盖开办企业、获得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财

产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

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劳动力市场监

管、参与政府采购等维度[21]。由此可见,营商

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推进市场经济活动中

所涉及的制度因素与社会条件,反映了国家治理

能力、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思想理念等方面的

综合情况[22]。
在明确营商环境内涵的基础上,已有研究根

据不同领域的发展要求,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展开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优化政

府自身的改革与实践出发,比如强化公共政策供

给以便从整体上为完善基础设施、规范市场行为

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前提条件;或从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入手,通过企业降低制度型交易

成本,为企业开设与经营提供便利[23]。另一方

面立足于营造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包括打造高

质量的法治营商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24]、健全投融资体制以吸引企业不断进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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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场。此外,在市场环境的塑造过程中,政府

还应当为企业做好服务,与企业保持良好沟通与

互动,并及时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

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中[25],同时也应当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与商会作为沟通纽带的作用[26],从而

营造高效便捷与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
基于营商环境内涵与实践路径的研究可以发

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方式与公共政策的

制定与执行密切相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就是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在此基础上,已有

研究关注究竟应当选择何种政策工具与手段实现

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以及政策工具的配置应当

呈现何种特征。例如,省级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

的过程中侧重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为营商环境

提供间接规范;供给型政策工具对于优化地方政

府营商环境成效显著,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

次较少[27]。也有研究从 “放管服”改革视角出

发,将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型、监管

型与服务型三大类别[28];或基于命令型、激励

型、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型、劝告型政策工具

分类,对 “放管服”改革过程中的不动产登记进

行了研究[29]。此外,也有研究分析了与营商环境

优化在内容上较为相近的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推动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并认为应当以政策工

具在不同领域的均衡配置和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

合理配置提升企业获得感、助力中小企业面对疫

情挑战尽快复工复产[30-31]。
(三)研究述评

当前国内外学者在营商环境的内涵解读、影

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为

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但同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从研

究视角而言,已有研究多基于地方营商环境优化

实践经验与困境进行分析,尚缺乏宏观层面政府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揭示,尤其对于政策工

具在优化营商环境不同领域的配置形式、配置结

构与选择逻辑的把握仍然有所欠缺。其次就研究

内容而言,营商环境优化领域的政策工具选择与

配置呈现出鲜明的政策目的导向,然而已有研究

更多地从 “放管服”改革入手,针对政务服务领

域政策工具如何选择与配置的研究较多,针对其

他领域的研究则不足。因此本文结合不同领域的

政策目标,基于 “政策工具 适用领域”框架对

中央层面170份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不仅明确

了16类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及其

具体特征与含义,同时也为系统把握中央层面优

化营商环境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特征提供可能。

三、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将各类资料简化为相关且更易处

理的数据单元,通过解读以获得研究结论[32]。
这一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步骤:提出研究问题

或假设;确定并抽取研究样本;确定分析单元;
建立分析类目;编码并进行效度检验;对编码结

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33]。遵循以上步骤,本

文首先选择中央层面2008—2020年颁布的170
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作为内容分析文本;其次根

据政策工具的一般理论确立营商环境优化分析框

架;再次,构建研究样本的分析单元及类目,并

对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最后将符合要求的政

策编号导入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以得出结论。为

保证内容分析的信度,参见已有研究[32],首先由

编码员按照政策文本的发文时间顺序分别进行正

序与倒序两次编码,以提升编码结果的稳定性;
此后不同编码员对编码结果进行检查,共同处理

存在争议的编码结果,以确定最终的编码结果。
(二)数据来源

本文依托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库①进行中国

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样本选择,并以北大法宝数

据库进行交叉检索与补充。为保证政策文本选取

的准确性与代表性,本文遵循以下筛选原则:一

是将国家层面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纳入分析范

围,具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

部委等单独或联合颁布的各种营商环境优化政

策,不包括地方政府颁布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
二是直接与营商环境优化密切的相关文本,一方

①

 

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文本库网址:http://www.gov.cn/zhengce/yingshanghuanjingz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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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库专栏为主要的政策文

本来源,另一方面利用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通过

已经检索到的政策文本进行回溯检索;三是政策

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和规章,剔除了信息公

示类、目录类、技术标准类、监督评审类等缺少

政策工具的政策文件。
我们于2020年11月完成政策文本检索,将

相关文本下载后,通过人工阅读的形式筛选后选

定170份政策文本作为分析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

代表性文本,时间跨度涵盖2008年3月28日至

2020年11月10日 (见表1)。值得说明的是,
之所以选择2008年3月为研究起点,是因为此

时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

知》最早被收入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文件库中以

“营商环境”为特色分类的目录下,其所反映的

就业议题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内容,因此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营商环境优化进程的阶段

性特征。此外,由于2009—2011年北大法宝与

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文本库均未有政策收入其

中,因此以上年份政策数量记为0。

表1 部分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文本的基本特征

编号 政策文本标题 发布日期 发文机关 所属类别

1 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2008年3月28日 国务院
劳 动、人 事、监
察/劳动就业

……

85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
清理规范铁路货物运输相关收费的通知 2018年12月31日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交通/铁路

……

17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的通知

2020年11月10日 国务院办公厅
市场监管、安全生
产监管/工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受篇幅所限,此处仅展示部分文本分析所用的政策文本清单。

(三)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是实现分析对象向主观思想转变的

重要方式,使得分析对象能够被更加系统、准确

地进行研究[17]。政策文本中承载的政策工具成

为理解与把握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一条主要

路径,并成为揭示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主要内容的

一个重要分析维度。Rothwell和Zegveld等将政

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及需求型三大类

别[6],不仅能够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其适用领域

所具有的政策目标相对应,也能够将政策进行降

维,因而具有良好维度内聚合效度与维度间区分

效度[34],成为本文X分析维度的理论支撑。
在针对政策工具的研究中,不仅要明确各类

政策工具的分类特征,还要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

公共行动的治理目标与政治环境相结合,以便选

用最合适的政策工具进行治理[35]。由于营商环

境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对于政策工具

选择与配置要求也不同,因此营商环境所涵盖的

具体领域成为分析政策文本所应当考虑的重要因

素,从而成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又一重要

分析维度。综上所述,本文从政策工具维度 (X
维度)与适用领域维度 (Y维度)这一框架来分

析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基本

特征。
1.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影响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即是否采用恰当

的政策工具[36]。营商环境是一个涵盖丰富组态

的事物[37],对应着丰富的政策工具类型。但由

于在营商环境优化领域存在多少种政策工具尚不

清楚,因此本文借助R语言中的 “jiebaR”包

对170篇政策文本进行关键词提取,以筛选并计

算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并将结果与

Rothwell和Zegveld提出的 “供给型 环境型 需

求型”政策工具分类分析框架进行匹配,提升原

有分析框架在营商环境领域的适用性。第一,将

全部政策文本合并后导入R语言进行分析和词

频统计,剔除低于总词频5%的词语,构成关键

词高频词库;第二,回到文本语境中,对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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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进行词意分析,去掉无实质意义和有歧义的

关键词,例如 “企业” “国务院”等与本文研究

主题相一致的词语,以及 “推进” “加快”等无

意义的词语;第三,将筛选后的高频词按照概念

类属进行归类,从而提取出政策工具分析的基本

维度 (见图1)。可以发现,与优化营商环境相

关的关键词主要集中于审批、监管、创新、投

资、信息、法治等领域,背后蕴含的政策工具大

致包括:优化行政审批、提升监管能力、保护并

鼓励创新、强化法规管制、加大资金投入等。

图1 关键词词云图

关键词分析成为类目构建的重要来源。在此

基础上,本文根据 “政策文本编号 章节 条款”
的规则,以政策工具所在具体条款作为分析单

元,利用Nvivo11软件对170份政策文本进行逐

句编码,最终得到1650个政策分析单元,16个

案例节点,即对应16种政策工具 (见表2)。第

一类是供给型政策工具,表明政府通过直接采用

多样化的手段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包括提供配套

基础设施,运用现代技术和信息手段,或为营商

环境优化的某些具体事务提供专项资金等,其关

键在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第二类是需求型政策

工具,表明政府基于市场主体的具体需求,通过

刺激市场繁荣、降低市场风险等手段,减少各类

市场主体的发展障碍,从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第三类环境型政策工具更多表现为外部影响与渗

透,即通过减轻各类市场主体受到多种外部因素

的干扰和影响,对营商环境优化起到间接影响与

塑造作用。比如政府通过制定行业与产业发展规

划、保护知识产权、强化沟通与监督等方式推动

市场主体更好地融入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市场主

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表2 政策工具类目构建

政策工具类别 政策工具名称 关键词

供给型

资金投入 资金供应

人才政策 就业扶持,技能提升,劳动保障

服务设施 优化行政审批,完善政务服务,健全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 优化电子税务,推进信息归集共享,利用网络实现企业设立

需求型

市场塑造
打破地区封锁与行业垄断,净化信用环境,激发社会投资,优化
与重构市场体系活力

公私合作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引导民间资本投资,PPP模式

贸易管制 规范进出口事项,提升通关效率

政府采购 第三方治理,购买服务,政企合作

政府外包 拓展服务外包行业领域,规范服务外包流程

海外交流 国际执法,贸易合作

需求型

目标规划 区域统筹,行业融合发展

法规管制 法律体系,行政执法,政府监管

策略措施 经验推广,政策试点,行业标准

知识产权 创新保护方式,规制滥用行为,加大保护力度

财政金融 优化动产抵押登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税费成本 税收优惠,降低成本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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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维度:适用领域维度

仅从政策工具维度出发很难了解每种政策工

具在优化营商环境多领域中的分布情况,还有必

要结合营商环境的具体内涵展开评价[38]。已有

研究基于世界银行与经济学人智库所提出的营商

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广东、浙江、山东

等地方实践,从政务、法治、信用、金融、人力

资源等环境现状方面提出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

系[39-40]。这些基于国际实践并结合我国国情的

研究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评价我国城市营商环境

形态[37],并且也与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

出的评价体系具有一致内涵,后者使用开办企

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等18个一级指标、
87个二级指标对我国营商环境进行分析与评

价[41]。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分类的基础上,结

合发改委所用的评价维度,进一步明确营商环境的

领域分布及其具体内涵,以提升多种政策工具在不

同营商环境领域应用过程中的准确性 (见表3)。

表3 营商环境维度划分及其具体内涵

适用领域维度
(6个)

国务院、发改委
评价维度 (18个) 具体内涵与配置要求

政务服务
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
财产;政务服务

政务服务包括优化政务服务 (利用 “互联网+”以及整合
政府信息资源、提升服务能力)、完善公共政策、优化行政
审批等方面,为企业开办、办理经营许可、登记财产等提
供便利

人力资源 劳动力市场监管

人力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生产要素,是经济转型的
关键因素,可用以反映企业营商环境状况[40]。因此,营商
环境中的就业领域涵盖劳动力招聘、用工、解聘以及劳动
力就业服务与培训等方面

金融服务 纳税;获得信贷
金融服务包括企业融资便利程度、金融市场规模、资本市
场规模、缴纳税费等方面,是影响企业运转的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
政府采购;获得电力;获得用水
用气

公共服务为企业经营与投资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方面的支持,不仅包括企业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也包
括政府采购具有公正性与透明度

市场环境
招标投标;保护中小投资者;跨
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
设置市场监管;包容普惠创新

市场环境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招投标便利度与规范性、社
会投资状况、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受保护情况、
市场退出便利化水平等,还包括市场信用与互联网监管、
对外贸易便利化等方面,以及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力与宜
居宜业环境、市场开放水平等包容普惠创新水平

创新环境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创新环境是指城市中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应用,科技创
新基础,科技研发投入,科技研发成果产出等方面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当考虑营商环境优化的不

同领域,实现 “政策工具 发展目标”相适用。因

此将X维度指向的 “政策工具类型”与Y维度所

指向的 “政策工具适用领域”相结合即得出本文关

于营商环境优化的分析框架 (下页见图2),为后文

关于政策工具在不同领域中的适用分析提供基础。

四、 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图景分析

依托编码分析结果,可以对中国营商环境政

策文本的数量、类型、演进历程、发文主体、常

用政策工具类型等文本特征进行内容分析,旨在

对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基本图景加以讨论。
(一)政策工具的基本特征分析

1.政策涵盖领域

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主题主要涵盖政

务、商贸、财政、金融、市场监管、国民经济管

理等领域,政策文本数量占比为78.24%,而针

对特定产业 (工业、交通、信息产业、农业、林

业、水利)、科技与知识产权、国土资源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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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析框架

就业等领域的政策文本数量较少。与此同时,政

策议题更多地偏向国内,而对于国际经济方面的

政策所占比重略低 (见表4)。
2.政策发布时间与发布主体

就政策发布时间而言,2008年颁布的 《国
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最早被纳入

国务院营商环境政策文本库,此后政策数量逐年

上升 (见下页图3)。这一变化与我国的基本情

况大致相同:李克强总理于2017年6月13日召

开的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中强

调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中国将创造更加便

利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42];只有创造更优的

“硬环境”和 “软环境”才能提升对外资的吸引

力。此后,多个主体从中央层面加快营商环境政

策制定,其中国务院于2019年10月22日发布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政策发文数量出

现最高峰,为53件。由此可见,我国营商环境

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中央层面政策文本迅速增

加给地方营商环境优化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与带

动作用,并在实践层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就政策发布主体而言,在本文选取的170份

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中 (本文政策主体名称采用政

策发文时的机构名称,并且以政策文本中所标注

的发文机构名称为准),多数政策文本为单主体

发文,共149份。其中,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

作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重要推动部门,发

布政策文本分别为59件和39件。税务总局次

之,共发布23件政策文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单主体发文单位的发文数量较少 (见下页表5)。

表4 政策分布领域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 数量 类别 数量

综合政务、政务公开/电子政务 33 劳动、人事、监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 6

商贸、海关、旅游、对外经贸合作、国内贸易
(含供销) 27 农业、林业、水利/农业、畜牧业、渔业 4

财政、金融、审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税
务/银行 27 卫生、体育 2

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工商 23 公安、安全、司法 1

国民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经济体制
改革、宏观经济 23 港澳台侨工作/港澳工作 1

工业、交通、信息产业 (含电信)/铁路 8 其他 1

科技、教育/知识产权 7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城市规划 1

国土资源、能源/电力 6 合计 17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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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策发文趋势的描述性统计

表5 单主体发文情况

单部门 数量 百分比 单部门 数量 百分比

国务院 59 34.71% 司法部 1 0.59%

国务院办公厅 39 22.94% 水利部 1 0.59%

税务总局 23 13.53% 体育总局 1 0.59%

国家发展改革委 4 2.35% 水利部办公厅 1 0.59%

海关总署 3 1.76%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1 0.5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3 1.76% 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1 0.59%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 1.18% 知识产权局 1 0.59%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 1.18% 能源局综合司 1 0.59%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 1.18% 交通运输部 1 0.59%

市场监管总局 2 1.18%

银保监会办公厅 1 0.59% 合计 149 87.6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自制。

可以发现,中央层面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以单主体

发文为主,涉及主体较为广泛;国务院和国务院

办公厅是主要的政策发布主体,其所发布的政策

文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政策内容涵盖事项涉及

多个政府部门,显示出营商环境优化工作的复杂

性与重要性。
此外,有21份政策文本涉及多个主体联合

发文,共涉及35个部门。借助 R 语言中的

“igraph”包绘制网络结构图,可以清晰展现当

前我国中央层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府际合作网络情

况 (见下页图4)。从时序发展来看,尽管中央

层面与营商环境优化相关的政策制定早已开始,
但直至2018年才出现多部门联合发文 (见图3),
表明近年来为有效回应营商环境丰富内涵与建设

需求,多部门联合发文逐渐成为优化营商环境

的新趋势,如何制定具有兼容性的发展目标与

政策,离不开多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但就联合

发文网络结构特征而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

务部以及海关总署和市场监管总局之间的合作

频率较高,共三次;其他部门之间虽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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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次数较少。由此可见,目前中央层面仍然以

单部门推动政策制定为主,合作发文涉及主体

较多但关联偏少,表明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关

系虽多但较为松散。

图4 多部门联合发文情况

(二)分领域政策工具的历时演进分析

将政策颁布年份以及政策工具类型进行交叉

分析,可以了解我国2008年以来营商环境优化

政策工具使用情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特征。从表

6与下页图5来看,2008—2020年,除2009与

2011年经筛选未有政策纳入讨论范围,在其他

年份中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种类与数量都呈

现出日益丰富的变化趋势。

表6 2008—2020年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年份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 合计 年份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 合计

2008 10 0 6 16 2015 32 33 56 121

2009 0 0 0 0 2016 49 41 184 274

2010 0 1 2 3 2017 66 25 181 272

2011 0 0 0 0 2018 105 56 78 239

2012 0 0 28 28 2019 80 30 248 358

2013 4 10 9 23 2020 66 3 62 131

2014 15 55 115 185 合计 427 254 969 16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自制。



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 105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1,96 113

图5 历年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选用结构

首先,就整体层面政策工具历时演进特征而

言,2008—2012年政策工具选用或以某一类政

策工具为主,例如2012年使用更多频次的环境

型政策工具;或以某两类政策工具为主,例如

2008年多用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2010年

多用需求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2016年以来,
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类别与内容更为

丰富。包括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和 《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

单)》等不仅进一步拓宽并明确了营商环境的丰

富内涵,规范了营商环境优化具体领域的发展,
同时也为地方政府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指导。
这一特征与已有研究中指出的公共管理领域所蕴

含的政策工具变迁趋势相同,即随着政府与市

场、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演变,公共管理领

域的政策工具类型逐渐丰富与完善,选用策略更

具组合性质[43]。
其次,就分类型政策工具历时演进特征而

言,第一,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始终较高,
并在2010年、2014年、2016年、2017年与

2019年占比超过50%,表明在 “十二五”与

“十三五”开局与收官阶段较为注重目标规划调

整与法规管制策略的使用。此外,国家层面出台

《国务院关于印发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关于实施便利

小微企业办税缴费新举措的通知》等政策,利用

降低企业税费成本、优化税收政务服务等税费成

本类政策工具净化市场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也是2016年以来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第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

发展趋势起伏较大,在2013年占比为43.48%,
而在2020年占比仅为2.29%,表明需求型政策

工具的选择更多地根据市场主体的经营与发展需

求而变动,但总体而言相比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

工具使用频次较低。第三,供给型政策工具在

2014年以后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直至2020年比

重超过50%,表明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政

策越来越多地以政府推动作为主要方式,具体包

括借助信息技术升级改造助力 “放管服”改革、
通过优化服务设施提升社会公众与企业的主观感

受、提升财政投入水平与人才培养力度从而为营

商环境优化提供直接性支持。
(三)分领域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分析

分领域政策工具的历时演进分析能够展现中

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时间演进趋势,但未

能实现对于政策工具在营商环境不同领域使用情

况的分析。按照前述分析框架,本文进一步在

“政策工具 适用领域”维度框架内对政策工具的

选择与配置情况进行分析 (见下页表7与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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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分析结果

政策工
具类别

政策工
具名称

政务
服务

人力
资源

金融
服务

公共
服务

市场
环境

创新
环境

小计 合计

供给型

资金投入 0 0 0 0 1 0 1

人才政策 2 21 0 7 3 5 38

服务设施 128 1 3 17 31 3 183

信息技术 156 3 0 17 27 2 205

小计 286 25 3 41 62 10 427

427
25.88%

需求型

市场塑造 15 3 5 11 76 8 118

公私合作 2 0 2 15 13 1 33

贸易管制 27 1 5 1 18 1 53

政府采购 0 0 0 3 2 0 5

服务外包 0 0 0 0 1 0 1

海外交流 6 1 4 9 17 7 44

小计 50 5 16 39 127 17 254

254
15.39%

环境型

目标规划 22 10 8 78 98 33 249

法规管制 34 1 4 5 167 7 218

策略措施 57 1 4 17 67 3 149

知识产权 18 0 5 3 16 23 65

财政金融 2 1 41 1 19 1 65

税费成本 105 3 15 29 66 5 223

小计 238 16 77 133 433 72 969

969
58.73%

合计
574 46 96 213 622 99

34.79% 2.79% 5.82% 12.91% 37.70% 6.00%
16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编码结果自制。

图6 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适用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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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整体而言,中央层面优化营商环境所涉及的

政策工具主要集中于环境型政策工具,编码数量

为969条 (58.73%);其次为供给型政策工具,
编码数量为427条 (25.88%);最后为需求型

政策工具,编码数量为254条 (15.39%)。这

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政府在优化营

商环境中多发挥辅助作用,通过营造政策软环境

以构建 “亲”“清”新型政企关系[44],因此政策

工具的选择多集中于环境型,而对于政府直接供

给与投入和拉动需求类工具的应用更少一些。
供给型政策工具的选用旨在对营商环境优化

产生直接的推动力,以政府角色转变与政商关系

优化为目标,关注制度环境优化、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等方面。由表7和图6可知,供给型政策

工具中的信息技术工具使用较多,政策编码数量

达到205条。这表明,已有关于营商环境优化的

供给类政策工具更多地偏向信息技术领域,如借

助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整合审

批资源,提升政府效能;或用以营造宽松的市场

环境与氛围,借助信息手段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

务设施。技术革新为营商环境带来的切实利益表

现在我国政府实践中,尤其在行政效能改革过程

中得到体现[45]。服务设施类政策工具共有183
条编码,表明当前供给类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也同

样较为注重政务服务质量与效率改进,比如通过

推进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服务等深化 “放管

服”改革类措施,为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政府服

务支撑与保障。然而,当前供给类政策工具对于

资金投入以及人才政策的使用力度不够,如何更

好地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储配专业人才

等,成为未来优化营商环境有待深入发展的

方面。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确定与选用以企业需求为

出发点,不仅可以用以创造市场需求,开拓和稳

定市场环境,代表工具有市场塑造、公私合作;
同时也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综合交易成本进而达

到刺激需求的目的,包括贸易管制、政府采购、
服务外包以及海外交流四种具体工具。详细来

说,市场塑造类政策工具的政策编码数量为118
条,表明有近一半的需求型政策工具都用以塑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激发社会领域的投资活

力、激发新生产要素流动的活力、塑造良好的信

用环境、打破地区封锁与行业垄断等具体手段与

策略。贸易管制类与海外交流类政策工具的编码

数量所占需求型政策工具编码总数的20.87%
和17.32%。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促进外商投

资、提升通关效率、改善我国生产物资供应等得

以优化,同时也通过提升国际执法与谈判交流水

平、利用国际合作促进知识产权开发与利用等途

径得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需求类政策工

具的选择与配置多集中于企业运转过程中宽松程

度适当的贸易管制规则和高效有序的国际交流合

作,而对于公私合作、政府采购以及服务外包三

类需求型工具的使用力度不够。因此如何从企业

需求出发,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有效供给多样化的

需求型政策工具,成为营商环境优化领域中有待

深入开展的具体方向。
环境型政策工具按照使用目的大致可分为两

类,一类旨在净化现有营商环境,包括法规管制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另一类旨在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包括目标规划、策略措施、财政金融 (投
融资体制改革)以及税费成本共四类,通过间接

影响产业信贷、融资、租税、法规或采取政策性

措施等手段培育适宜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进

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详细来说,当前环境型政

策工具主要集中于目标规划、税费成本以及法规

管制三类政策工具,表明就内容而言,当前中央

层面的政策文本主要从目标引领、减费降税以及

强化法规管制等方面入手,面对复杂的营商环境

优化要求更多地采用以制度安排和法规政策制定

与执行为主要的应对策略,不仅能够充分彰显

“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政府改革

与实践的主要精神,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制定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提供了指导作用。就类型

而言,不仅包括行业与产业发展规划等引导类工

具,也包括税费法规等强制性手段。此外,环境

型政策工具中关于策略措施、知识产权与财政金

融 类 应 用 较 少,编 码 数 量 所 占 比 重 为

15.38% (149 条 )、6.71% (65 条 ) 和

6.71% (6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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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维度:适用领域维度分析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于重点难点问题进

行了集中回应,在突出营商环境优化重点工作的

基础上也指引着未来营商环境优化方向。因此本

文围绕政策工具的适用领域维度 (Y维度)所展

开的讨论以分析170份政策文本为主,在此基础

上与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现对比分析。
就营商环境六大领域政策工具使用的整体情

况而言,政策工具在市场环境领域中应用最多,
政策文本编码数量达622条 (37.70%)。其次是

政务服务领域,编码数量为574条 (34.79%)。
可见,当前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更多地集

中于市场环境净化与政务服务优化两大领域,包

括政府服务流程优化、速度加快、品质提升等方

面,以及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减轻政府直接的监

管与执法力度来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而对于营

商环境建设的其他领域关注较弱,政策工具的选

择与配置呈现出领域间不均衡的发展样态。这一

情况在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实践过程中也较为

突出:受排名考核过程中量化指标可得性的影

响,地方政府更倾向关注容易取得良好考核成绩

的政务服务领域,忽视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其他

考核量化较难的领域[46]。事实上,营商环境的

优化更离不开高质量公共服务与设施的供给;创

新环境保护、开发与利用以及人力资源和金融服

务的培育与支持,从而追求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

的多领域均衡发展。这也成为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中在 “市场主体保护” “市场环境”等章节

强调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重点与未来发展方向。
3.X Y维度: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分析

为保证公共政策 “目的 手段”的一致性,
有必要从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目标入手,分析当

前中央层面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

配置能否满足营商环境优化的基本要求。由表7
和图6可知,当前我国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

策工具选择呈现出领域发展目标与工具选用结构

之间的差异。
(1)第一类:“政府推动+环境塑造”型政

策工具配置特征。政务服务与人力资源领域的政

策工具选用均表现为供给型工具最多、环境型工

具次之、需求型工具最少。这表明营商环境中的

政务服务与人力资源两大领域多以资金投入与人

才培养作为保障,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

术作为支持,以跨部门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作为

主要手段,不断使得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质量

与范围得到提升与拓展。
在政务服务领域,当前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以

深化 “放管服”改革为基础,以政务服务标准

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助力,推动简政放

权、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审批速度,从而减少企

业经营成本并为其创造宽松有序又不失规范的市

场经营环境。这与政务服务领域的发展目标基本

相一致,即通过精简企业登记、注册、开办、登

记财产等方面所需的手续或压缩时间。可以说,
降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负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

键目标[47],也是当前我国以改善政务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的主要思路。政务服务领域的政策工具

选用正是通过政府 “推动与助力”减轻企业了解

营商环境政策所需花费的学习成本,同时也减轻

了企业开办与经营过程中为合规性审查而奔走填

表、提交材料等服从成本,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

生的紧张与焦虑情绪等心理成本[48],也即对应

着市场环境优化与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两方面。
就人力资源领域而言,政策工具更多地集中

于供给型的人才政策以及环境型的目标规划中,
表明对于人才的直接支持和对人力资源环境的整

理规划与布局共同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政策导

向。正如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所强调, “人才

流动应当打破城乡与地区、行业、身份、性别等

歧视,为人力资源培育、开发、流动与配置提供

宏观指导”。然而,从 “目的 手段”的视角出

发,当前人力资源领域政策工具配置仍然存在不

足:针对人力资源领域整体的政策工具选用频次

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的选用频次远低于供给型

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因此,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

的人力资源领域仍然需要回应如何吸引与培育高

质量人才进入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劳动力正当权

益得以实现等问题,这就需要强化中央层面政策

工具的使用与配置,例如强化劳动力就业服务与

培训,规范企业招聘、用工流程等,从而更好地

指导与推动地方政府实践。
(2)第二类:“环境塑造+需求回应”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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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工具配置特征。金融服务、市场环境与创新环

境三大领域均表现出环境型工具最多、需求型工

具次之、供给型工具最少,表明中央政府对于金

融服务、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更多地以目标规划

为引领,以法规管制措施为保障,通过财政金融

与改革税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保护知识产权

并提升创新活力等环境净化与塑造等方式推动营

商环境优化。
就金融服务领域而言,已有政策工具更多地

从环境型政策工具入手,如通过优化动产与不动

产抵押制度、拓展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融资渠道

为抓手营造良好的企业投融资环境;而对于供给

型与需求型等在内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多。就发

展目标而言,金融服务领域同样也需要供给型政

策工具的支持,例如通过选用信息技术类政策工

具,以信息互通共享、信用监管等为主要手段,
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便利的税费缴纳和融资渠

道,同时也能便利政府部门开展信用监管、智慧

监管,进而提升营商环境治理水平。
就市场环境而言,当前政策工具的制定与选

用更多地集中于环境侧的法规管制类和目标规划

类政策工具,表明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当

前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针对市场环境方面的主要

关注点。在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关于监管

执法与法治保障更是分别单列一章,对立法先

行、公平公开透明、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和技术

引领、部门协作等监管与执法体制机制做出了方

向指引,充分显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然而,市场环境的发展也需要强化供给型和需求

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因其发展目标在于规

范企业经营行为,包括改善企业投资水平、提升

招投标规范性等方面。因此如何通过中央层面政

策文本的制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为提升企业经营

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供方向指引,从而实现包

容普惠创新的发展目标,成为优化营商环境过程

中还需思考的问题。
就创新环境而言,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一

直以来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点,《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更是凸显这一议题。其中,环境型的目标

规划与知识产权工具应用较多,表明营商环境优

化政策更多地通过明确发展规划为创新环境提供

助力;或通过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加大知识产权

转化力度等针对知识产权展开的直接保护,实现

营商环境中对创新环境的营造与维护。然而,就

创新环境的发展需求而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

执法力度只是当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针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初步行动,为实现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未来还应当从供给型政策工具入手,强化

知识产权研发支出以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研发知识

产权成果;从需求型政策工具入手,积极引导企

业将发展成果转化使用。
(3)第三类:“环境塑造+政府推动”型政

策工具配置特征。公共服务领域属于第三种政策

工具配置类型,环境型工具最多、供给型工具次

之、需求型工具最少。当前中央层面更多地使用

环境型政策工具,并以信息技术支持和服务设施

供给水平与覆盖范围提升等供给型政策工具作为

辅助,以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推动营商环

境逐渐走向优化。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

“目标规划”使用频次较多,为公共服务领域提

供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具体包括在区域统筹发

展过程中完善基础设施配建工作,或在区域发展

过程中以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

力量。然而从营商环境优化中公共服务供给领域

的政策目标出发,就政策工具的选择而言,还应

当思考企业与社会公众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共服

务,从而不仅使得公共服务数量多、可及性强,
也要保障公共服务质量高、公平性强,使得各类

市场主体在获取水、电、气等资源或其他公共服

务设施时具有便利、平等的机会,切实提升市场

主体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五、 结论、 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将 “中央层面

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议题置于

“政策工具 适用领域”分析框架中,对2008—2020
年中央层面出台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文本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中央层面营商环境内容丰富,相

对应地采取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用以实现特定领

域的政策目标。这一特性影响了地方政府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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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的具体做法。
第一,中央层面政策文本为指导地方政府实

践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央层面的政策目标设置与

地方政府实践之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不仅包括

营商环境优化的领域侧重一致,也包括政策工具

选择与配置方式一致,背后是优化营商环境考核

驱动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驱动。由此可见,中央

层面政策文本的出台与政策工具的选择配置引领

并推动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建

设。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深刻把握中央政

策对于更好地推动地方政府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跨部门协作是深化营商环境优化的重

要方式。在地方政府实践层面,审管协同、数据

互通共享、政策集成公示等问题不仅是部门协作

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关

键。然而通过中央层面政策文本分析可以发现,
当前营商环境政策涵盖领域广泛且涉及主体众

多,一些议题涉及跨部门协作,但当前的部门间

协同程度不高,表现在发文主体较为分散而联合

发文力度不强,政策制定主体关联广泛松散;此

外已有的合作情况多存在于海关贸易等领域,针

对货物进出口过程中的通关清关流程、税费缴纳

等方面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覆盖议题不够宽

泛。当前中央层面政策制定与工具选择配置对于

如何有效回应跨部门营商环境优化的规定不足,
导致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缺乏指导与依据。

第三,基于营商环境全局观进一步提升政策

工具选择与配置的有效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

内涵丰富,主要涵盖六大领域,但中央政府政策

工具选择与配置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其一,政策

工具覆盖领域存在不均。有七成政策工具配置在

政务服务和市场环境领域,而对于人力资源、金

融服务、创新环境与公共服务四个领域的政策工

具选择与配置不足。这表明当前更多的措施围绕

“放管服”展开,而对于激发企业运营活力、提

升市场开放程度与拉动投融资等方面的注意力配

置仍有欠缺。其二,政策工具类型配置结构失

衡。已有政策文本多从环境塑造层面的法规制

定、目标规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优化营

商环境。尽管需求型政策工具例如强化贸易管

制、完善政府采购与服务外包以及强化公私合作

等可以较好地回应企业发展需求,但当前选用与

配置存在不足。其三,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

的匹配程度有待提升。需求型政策工具在政务服

务、人力资源、公共服务领域的选用力度较弱,
供给型政策工具在金融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

境领域的选用力度不足。因此,中央层面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的出台与制定应当更加具有 “大营商

环境”的理念,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立足营商环境

优化全局,综合考虑不同领域的共性与特性,在

不同领域按照不同的政策目标均衡配置多样化的

政策工具,从而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提

供恰当指引。
第四,深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丰富完善已有

的政策工具库。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央地政策制定

与实践推动相结合。为此,营商环境试点建设所

发挥的先行先试功能为政策工具的丰富提供了可

能。从六个营商环境优化建设试点要求可以看

出[49],除了进一步实现办事便利、流程顺畅、
过程透明、涉企服务常态化等营商环境建设的传

统重点,还包括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升跨

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与人才服务管

理等以往重视程度不太高的议题被中央政府提上

日程,并成为试点城市所要重点突破的任务,以

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进而助力地方政

府解决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的痛点、堵点与

难点。
(二)政策建议

第一,立足 “大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工具选

择与配置。一方面,完善政策发文主体之间的沟

通与协调机制。有必要将营商环境优化目标进一

步细化与分解,通过强化多部门横向合作,将财

政金融、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等领域有机结合,
提升不同政策之间的包容性与覆盖性,避免政策

之间发生冲突或形成未能得到政策覆盖的领域,
进而实现政府对于城市营商环境的全方面管理。
另一方面,推动政策工具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均

衡配置。在坚持发展政务服务、市场环境领域的

基础上,适当提升政策工具在人力资源、金融服

务、公共服务、创新环境等领域的选择与配置力

度,使得政策工具均衡覆盖营商环境的不同领

域;合理提升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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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从社会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优化政策工具

的选择与配置结构,从而刺激市场需求、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降低市场主体经营风险。
第二,强化信息技术在营商环境优化政策中

的应用。供给侧的信息技术类政策工具是覆盖营

商环境优化建设多领域、多阶段的重要工具。应

当强化信息技术在完善供给型政策工具过程中的

应用,尤其在行政审批领域,利用信息技术实现

审批服务的快速、精准供给;加大信息整合与跨

部门分享力度,打破信息壁垒与 “数据烟筒”。
针对环境型政策工具,应当围绕优化财政金融与

降低企业税费成本等方面提升信息技术的使用力

度与覆盖范围,在企业动产抵押登记、缴纳税费

等环节中实现以数据 “跑路”取代企业 “跑路”。
第三,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

水平。首先,应当巩固政府在完善政务服务、市

场环境与公共服务等领域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放

管服改革为着力点奠定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其

次,从需求型政策工具入手,在公共服务与政务

服务供给、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育等领域推动政府

政策制定由 “政府端菜”走向 “企业点菜”,巩

固发展 “亲”“清”兼顾的新型政商关系。最后,
从供给型政策工具入手,在金融服务、市场环

境、创新领域强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配

置,如加大政府对于知识产权开发的财政与政策

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发并应用知识产权成果等

措施激发企业运营活力、提升市场开放程度。
第四,以央地政府间实践互动推进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应当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的积极性,发挥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各类试点所

具有的先行先试功能,为营商环境优化贡献制度

创新和新的做法,以试点经验积累丰富营商环境

政策工具库。此外,还应当推动试点所积累经验

在不同城市之间学习与扩散,进而提升地方政府

在推进营商环境与优化过程中所用政策工具的可

选择性与可组合性,最终使得政策工具选择与配

置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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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Central-level
 

Policy
 

Texts

JIANG
 

Nan,
 

CAO
 

Xianqiang

【Abstract】China􀆳s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ncourages
 

local
 

government
 

to
 

explore
 

while
 

reflecting
 

distinctiv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government.
 

Using
 

content
 

a-
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170
 

central-level
 

policies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from
 

2008
 

to
 

2020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mines
 

1650
 

policy
 

analysis
 

units
 

and
 

16
 

case
 

nodes,
 

and
 

places
 

them
 

in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instrument
 

dimen-
sion-applying

 

area
 

dimension”.
 

This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reveals
 

the
 

overall
 

picture,
 

core
 

connotation,
 

and
 

behavioral
 

path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policymaker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re
 

widely
 

but
 

loosely
 

connected,
 

and
 

there
 

are
 

more
 

environment-based
 

policy
 

tools.
 

The
 

policy
 

instruments
 

are
 

distributed
 

more
 

in
 

the
 

areas
 

of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
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government-driven,
 

environment-shaped,
 

and
 

demand-
responded,

 

the
 

selec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policy
 

tools
 

present
 

three
 

types
 

in
 

business
 

environ-
ment

 

optimization.
 

In
 

the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im-
prov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departments;
 

enrich
 

the
 

variety
 

of
 

poli-
cy

 

tools,
 

increas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hance
 

the
 

selectivity
 

and
 

combinability
 

of
 

policy
 

tools;
 

promote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of
 

policy
 

tool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
ron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adaptation
 

between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objectives,
 

accumulate
 

ex-
perience

 

through
 

pra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d
 

ultimately
 

to
 

a-
chieve

 

a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Business
 

Environment,
 

Policy
 

Instruments,
 

Content
 

Analysis




